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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从健康的不同衡量指标及其优劣、健康对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以及健康对宏观

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三个方面对相关学者关于健康影响劳动供给的研究进行评述。从健康的不同衡

量指标及其优劣来看,不论是主观指标还是客观指标,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学者们因

此尝试同时使用主客观指标来衡量健康状况。从健康对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来看,健康冲击会显

著影响劳动参与和劳动工资。从健康对宏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来看,健康冲击对劳动力市场均衡

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相关学者近期关于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为我们考察和分析劳动供给、就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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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国民健康与一国经济和国民财富之间存在某种渊源。人力资本框架下

的健康人力资本研究始于舒尔茨(Schultz,1961)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根据健康人力资本理论,健
康状况良好往往意味着更少生病或者有更多的工作时间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单位时间有效劳动量

也更高。近年来,诸多学者基于健康人力资本理论对健康与劳动供给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本文根据

国外近期相关文献,拟从健康的不同衡量指标及其优劣、健康对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以及健康对宏

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三个方面梳理相关学者对健康影响劳动供给的研究新进展。本文对未来研究

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如何选取合适的健康衡量指标以保证相关研究的有效性;二
是在微观层面,健康影响劳动供给的研究存在哪些不足和讨论空间;三是在宏观层面上,还有哪些可

以开展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一、健康的不同衡量指标及其优劣

健康对于个人的劳动参与决策、劳动供给时间和收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相关学者有关健康对

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主要从自评健康主观指标、客观指标来展开。
(一)主观健康指标及其优劣

就健康测量的主观指标而言,目前学者们使用最普遍、最广泛的是“自评健康”(self-reportedhealth,

SRH)指标。所谓自评健康就是受访者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并同周围其他人比较后得出的主观评价,
是对自身健康水平的定位。有关自评健康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继Grossman(1972)的开创性研究之

后,Dench&Grossman(2019)、Hanssonetal(2019)等学者主要在以下领域进行了拓展。

1.针对主观自评健康指标的构建开展研究。一方面,通过询问受访者,并根据其不同的回答进

行差异赋值(Hanssonetal,2019);另一方面,通过使用分类自我报告健康状态或自我评估来测度个

人的健康状况(Aleksandrovaetal,2021;Tanetal,2022;White,2023),分别报告被调查者良好、一
般等多种健康状况。Feeretal(2022)以自我评估健康来度量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并检验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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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自我评估状态对于劳动年限是否延长非常重要,特别是体力劳

动者群体的劳动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敏感程度尤为显著。

2.围绕主观心理健康指标的构建开展研究。学者们主要通过量表或问卷对个人心理健康进行

评估。如Emersonetal(2018)运用 Malaise量表研究发现,无论是否患有智力障碍,就业状况均与

健康状况息息相关,且被雇用与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失业则与较差的健康状况有关,并且在同龄人

中,有智力障碍的英国成年人的工作环境会更不稳定。Bryanetal(2022)则使用一般健康问卷

(GHQ-12)、简明健康问卷(SF-12)以及简明健康问卷的心理健康部分总结(MCS)来测度心理健

康,研究发现,心理健康不佳会使就业概率降低1.6%。
总体来说,自评健康指标是国外大型社会调研中使用的首要健康指标,但对此指标的使用存在

着较多争议。首先,自评健康存在“正当性偏误”(justificationbias),即人们为了提早退休故意贬低

健康水平来逃避自己是懒惰之人之嫌。在相关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过构建工具变量、采用随机

效应或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以及将个体时变特征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主观健康指标的正当性偏误(Mundlak,1978;Bubonyaetal,2019;Mitraetal,2020;Vaalavuo,

2021;Li,2022)。其次,自评健康受劳动者异质性、社会经济状况(social-economiccondition,SES)的
影响,并且容易出现测量误差。

(二)客观健康指标及其优劣

由于主观测量指标自评健康存在辩解偏误等缺陷,客观测量指标逐渐成为学者们的选择。健康

冲击、死亡率、营养和热量摄入、身体质量指数(bodymassindex,BMI)、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dailyliving,ADL)等是现有研究常用的测度健康的指标。

1.健康冲击多指患病率指标或某些慢性病造成个人健康受损的状态。如Jonesetal(2020)研究

了诸如癌症、中风或心肌梗死等严重健康冲击发生率对劳动力供给决策的影响。结果显示,这类严

重的健康冲击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大幅下降,劳动力市场退出的平均风险因此增加约40%。

Fadlon&Nielsen(2021)以中风这一客观指标衡量健康状况,分析表明,该冲击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自身或配偶的劳动供给状况,通常中风发生后1年的患者就业概率以及工作时间和周数会减半,该
影响至少持续3年(Tanaka,2021)。

2.营养摄入和身体质量指数也是决定或体现健康状况最基本的变量。对劳动者来说,营养的摄

入水平会显著影响劳动者的健康状况(Renetal,2019),BMI指数较高的人更可能患有心血管疾病、
二型糖尿病等疾病(Harkeetal,2017;Sullivanetal,2019)。

3.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常用于测度个体日常活动中的健康状况或障碍程度。Chen(2019)运用是

否受到活动限制的指标(0=从不,1=有时或经常)来衡量健康状况,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症状都会同

等程度地影响就业转型,患有精神和肌肉骨骼疾病并发症的老年人面临的失业风险会增加,而糖尿

病和心血管问题的人群更可能提前退休。
然而,客观健康的衡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同研究运用的指标以及指标数量不尽相同。

众多的衡量指标也会造成不同学者研究结果的差异,且选取某一客观指标测量健康水平的做法具有

较大片面性,因而也亟须认定相对全面和客观的健康状况度量指标。
(三)主观与客观健康指标的综合运用

综上所述,不论是主观指标还是客观指标,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并且不同类别的健

康指标估计结果差异明显(Khelfaouietal,2022)。为此,学者们尝试同时使用主客观指标来衡量健

康状况。已有研究表明,当使用的客观指标达到一定数量后,基于客观健康指标衡量的健康状况对

于就业影响的实证结果与使用主观指标得出的结果之间没有明显差异(Britton&French,2020;

Blundelletal,2023)。随着个体健康抽样调查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同时使用主客观指标来衡量健

康的方法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欢迎。
例如,Song&Baicker(2019)结合使用了主观与客观的健康指标,基于个人健康评估调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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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报告的健康和行为数据构造健康状况的主观指标,并从注册护士的临床生物特征筛查中获得健

康数据的临床指标用于构造健康状况的客观指标。Britton&French(2020)不仅以自我评估报告作

为主观健康指标,而且总结了一组客观健康指标,如是否为关节炎患者。结果表明,健康状况不佳人

群的就业率只有健康人群的一半左右,该结论在男性和女性样本中均成立。与之类似,Blundelletal
(2023)不仅使用HRS和ELSA调查中包含的所有主观健康指标,而且采用可以明确识别的医疗健

康状况的10项客观指标,认为健康状况对于就业的影响很大,且对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的影响更大。

Tanetal(2022)使用主观指标(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和客观指标(是否诊断为高血压)作为健康衡

量指标,研究健康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健康状况不佳不会显著降低农

村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表明中国农村老年人存在“不间断劳动”现象,即农村老年人即使健康状况不

佳,也几乎一直都在工作。

二、健康对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在微观层面,相关学者关于健康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研究主要围绕健康对劳动参与和劳动工资的

影响来展开。
(一)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

相关学者有关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主要从健康对个体劳动参与的直接影响、溢出效应以

及知识资本积累的调节效应这三个方面展开。

1.健康对个体劳动参与的直接影响。大量文献围绕健康对个体劳动参与的影响展开了实证分

析,基于不同视角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其中绝大多数文献表明,不良健康状况将导致个体劳动参

与减少。Lenhart(2019)研究发现,自我报告的健康下降和健康冲击会对个体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

负面影响,因为不良健康状况会显著降低劳动收入、家庭收入和就业的可能性,且这种负面影响具有

较强的持久性。Blundelletal(2023)也基于自评健康指标展开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的恶化使得50~
70岁人群的劳动参与率降低15%。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相关学者主要从缓解自评健康

指标的正当性偏误、不可观测异质性以及反向因果等方面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

题后,上述结论依旧成立(Mundlak,1978;Bubonyaetal,2019;Osmani& Okunade,2019;Mitraet
al,2020;Vaalavuo,2021;Li,2022)。除了自评健康,基于心理健康视角考察健康对个体劳动参与影

响的研究也十分广泛。Bubonyaetal(2019)通过构建包含滞后项的联合回归模型,对心理健康与劳

动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讨论,发现抑郁症状也会导致个人就业状况的恶化,主要表现在被雇

佣率、劳动参与率与失业率三个方面。Vaalavuo(2021)基于芬兰的人口数据发现,心理健康问题可

能加剧不良的生理健康状况,降低个体劳动参与。
考虑到不同健康衡量指标可能对实证结果产生不同的潜在影响,Blundelletal(2023)在统一框

架下对多种健康衡量指标的实证结果进行了评估,其研究结果仍能够支持不良健康状况将导致个体

劳动参与减少的结论。DeWindetal(2013)在其研究中详细论述了这一影响的四种潜在机制:首
先,健康状况的恶化将使个人产生无法继续工作的心理认知,从而减少其劳动参与。其次,健康水平

的下降也意味着未来工作能力的下降,从而使个人选择提前退休。再次,为了防止健康状况的进一

步恶化,出于疗养等方面的因素,人们也会选择减少劳动参与或者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最后,对于

身体状况较差的雇员,即使当时工作能力没有明显变化,他们也会受到雇主的排挤,从而被迫离开劳

动力市场。此外,Conenetal(2012)基于老年劳动者的视角研究发现,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人可能

因为缺乏相应就业机会而不得不退出劳动力市场。
考虑到个人健康因素对劳动参与的影响受诸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以及体制环境

等多种个体特征的约束,有关学者对其异质性进行了广泛研究。Lenhart(2019)认为,不利的健康冲

击对男性、受过高等教育以及从事管理工作的人的影响较大。Blundelletal(2023)发现,体制环境亦

是决定健康对就业影响的关键因素,他们认为,相较于英国,美国劳动者的健康状况对劳动参与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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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更大。
此外,还有部分文献重点研究了新冠疫情全球流行背景下多国环境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分别

从收入水平、年龄、性别等角度来考察疫情对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异质性,发现新冠疫情这一健康冲击

事件对低薪工人、女性及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冲击最大。Foucault&Galasso(2020)通过分析2020年

3月下旬至4月中旬在12个国家进行的实时调查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奥地利、加拿大、德国、意大

利、波兰和瑞典等国家的女性停止工作的人数均多于男性。Dang& Nguyen(2021)使用了来自中

国、韩国、日本、意大利、英国以及美国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纽约和得克萨斯的代表性样本的数据

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导致女性永久失业的可能性比男性高24%,且劳动收入比男性多下降50%。
与之相反,一些研究表明,良好的健康状况也可能导致个体劳动参与的减少。原因在于,良好的健

康状况可能会导致个人选择提前退休或放弃工作(Schmiederer,2020;Creganetal,2023)。Schmiederer
(2020)认为,当个人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情形下,这一倾向会显著增强。同时,Creganetal(2023)在
其研究中指出,工作环境也会对个人的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当个体劳动成果不受重视且福利要

求得不到满足时,即使健康状况良好,个人也会倾向于提前退出劳动市场。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考察了健康与个体劳动参与增加之间效应相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良好

的健康状况可能导致个人劳动供给增加。Sewdasetal(2018)发现,一些员工会将工作视为一种激

励机制,认为工作与保持身体健康密切相关。Schmiederer(2020)指出,在对当前工作满意度较高的

条件下,良好的健康状况往往会让员工倾向于工作得更久一些。DAlbis(2023)研究发现,劳动力健

康水平的提升是大多数高收入国家自1990年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数目增加的原因之一。另

一方面,不良的健康状况也可能导致个人劳动供给增加。DeVries(2011)研究发现,当劳动者将工作

与个人价值、收入水平、社会责任高度关联时,即使自身健康状况较差,也会有较强意愿延长工作时

间。Schmiederer(2020)研究发现,健康等问题产生的经济压力是迫使个人增加劳动参与的重要因

素。Hasselhornetal(2020)也发现,个人劳动参与增加的动机往往来自与自身健康状况无关的经济

因素,这一现象在低收入群体中尤为显著。

2.健康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溢出效应。一些研究以家庭作为社会劳动的主要参与单位,分析健康冲

击对家庭的影响,如夫妻、子女之间的溢出效应。Lafférs&Schmidpeter(2021)将家庭作为劳动供给的

研究对象,为子女健康问题对父母劳动参与的影响提供了实证支撑。他们通过构造涵盖家庭中儿童的

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儿童发展指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研究发现,儿童的早期发育问题可能导致母亲

的周工作时长降低9小时。Fadlon&Nielsen(2021)研究发现,当家庭缺少相关社会保障体系支持时,
致命的健康冲击将导致配偶劳动供给显著增加,且这一影响会持续存在,而非致命的健康冲击则对家

庭劳动供给的影响不显著。在异质性方面,考虑到男性往往是家庭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女性丧偶

后往往会被迫增加劳动供给。Heathetal(2022)利用在加纳收集的10周高频劳动力市场数据研究发

现,男性在家庭中的女性劳动者出现意外疾病的数周内,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将提高9个百分点,这一

现象对于厌恶风险的男性、处于贫困家庭的男性以及作为家庭中收入支柱的男性表现较强。
相较而言,当家庭中的男性出现意外疾病时,女性的劳动参与变动并不明显。Li(2022)通过对

1996—2012年间健康与退休研究(HRS)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健康冲击对家庭中个人的劳动参与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配偶健康水平的恶化将挤占其个人工作时间;另一方面,配偶

工作时间的减少带来的经济压力将促使夫妻中的另一方延长工作时间。Anandetal(2022)对家庭

中夫妻之间的职责进行细分研究发现,配偶的残疾或其他健康冲击会使另一方成为潜在照顾者,从
而减少其劳动参与度。进一步地,通过分析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实施的带薪休假法的政策

效果发现,该法案降低了配偶减少工作时间以提供照顾的可能性。

3.知识资本积累的调节效应。尽管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发现,健康对劳动参与的影响方向存在

差异,但健康冲击可能对劳动参与产生较为显著的负面效应是相对常见的结论。已有研究指出,知
识资本的积累可以有效缓解这一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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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事前的角度看,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具有更好的健康习惯(Brunelloetal,2013),更
关注自己的健康,有动力保持更健康的行为习惯。同时,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享有的医疗保障水平

更高,往往受到致命健康冲击的可能性更小。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同行相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

人在从事体力要求更高的工作时经历了更多的致残性健康冲击,劳动力供给(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
显著减少,这些特征也反映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获得体力要求较低或替代的工作的机会较少

(Jonesetal,2020)。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受过高等教

育和高收入人群)的癌症发病率较高,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的癌症病死率较高,这一差异可通

过高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定期体检和及时筛查等因素来解释(Vaalavuo,2021)。接受高等教育不仅可以

保护人们减缓身体健康冲击,而且在调节精神健康冲击时也起到了显著作用。DiNovietal(2021)通过

分析教育在保护个人经历不良健康事件时免受精神障碍的影响时发现,在患有严重身体健康问题的

群体中,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相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太可能出现抑郁和焦虑症状。教育可以

改善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员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投资于教育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为其

健康带来可观的回报,并且教育投资对女性和农村居民的回报率是最高的,教育投资改善健康状况

也会对改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经济产生溢出效应(Chenetal,2023)。
其次,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遭受健康冲击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收入和就业可能性的下降

幅度比较小(Parro&Pohl,2018)。已有研究发现,在意大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工人更容易遭

受突然的健康冲击,导致大量和持续的就业损失,尤其在就业状况差的环境下,就业退出的发生会阻

碍这些蓝领工人重返工作岗位。健康状况恶化可能会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上班的固定成本增加及对

预期寿命期望的降低而减少劳动参与。在健康状况恶化后,部分工人可能会离开劳动力市场,从而

导致劳动力流失问题。另一些工人在较低的固定工资标准下可能会通过缩短工作时间来减少劳动

供给。然而,如果员工期望在公司任职更长时间,会倾向于培养工作所需的特定技能,这将使员工的

工作效率更高,进一步降低被解雇的风险(Simonettietal,2022)。
此外,已有研究分析了健康冲击对于夫妻间的劳动供给变化,认为劳动供给对健康冲击的调整

可能取决于这对夫妇的综合教育水平(Riekhoffetal,2021)。在男性受教育程度高于配偶的家庭

中,由于其收入可能更高甚至是家庭唯一收入来源,因此,即使受到健康冲击,他仍可能会继续留在

劳动力市场中;反之,当家庭中受到健康冲击的男性的受教育程度低于配偶时,由于其继续工作仅可

能获得较少的收益,因此,男性很可能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而配偶则更有可能继续工作。由于健

康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享有较高的边际收益,她们对劳动力市场会表现出更大的

依恋。Riekhoffetal(2021)通过研究配偶的综合教育水平对男性配偶健康冲击前后就业轨迹的影

响发现,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伴侣更有可能留在劳动力市场。
(二)健康对劳动工资的影响

相关学者在健康对劳动工资的影响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主要

从人力资本模型、补偿性工资差异模型以及考虑数字化发展的影响的研究视角来展开。

1.从人力资本模型的研究视角考察健康对劳动工资的影响。Galamaetal(2019)通过进行比较

动态分析,基于拓展的人力资本模型研究了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劳动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

明,高社会经济地位(SES)个体往往更健康且寿命更长,而低社会经济地位个体健康状况的恶化可

能导致其提前退出劳动力队伍,进而造成较多的收入损失。健康与收入的双向因果关系可能会使高

社会经济地位的健康梯度扩大,寿命是解释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相关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社
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可以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延长寿命,导致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可能会变大,进而

可能扩大收入差距。Kotschy(2021)认为,在不能充分考虑预期寿命变化的年龄差异性的情况下,研
究结果将高估健康对收入的影响,因而讨论健康对收入产生影响时应明确考虑劳动者的年龄结构差

异。Osmani&Okunade(2019)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癌症疾病都会显著减少个人的短期和长期

年劳动收入,这一结论在通过反向回归模型设计对可能的内生性问题进行讨论后仍然成立。Va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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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o(2021)则使用双重差分法缓解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乳腺癌所引起的健康冲击将导致年收

入水平的显著下降,并且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这一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2.从补偿性工资差异模型的研究视角考察健康对劳动工资的影响。补偿性工资差异模型显示

了健康和工资率之间产生的负相关关系。Dench&Grossman(2019)基于修正的补偿性工资差异模

型发现,健康和工资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即使工作努力程度的增加对健康有负面影响,员
工也会为了获得晋升和更多的工资收益而付出更多的努力,同时雇主会奖励那些愿意在一定时期内

为了晋升和工资增长而付出更多努力的员工。然而,Lavetti(2020)研究健康风险补偿时发现实践并

不支持这一结论。这一研究差异可能源于两种内生性偏误:一是原模型忽略了一些未观察到的变量

偏差。这些偏差与享乐工资模型(hedonicwagetheory)中工人或公司观察到的特征相关,如未被观

察到的企业异质性;二是在存在摩擦力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匹配可能与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非工

资福利有关。Taberetal(2020)构建了一个通用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同样发现劳动工资还会受工作

人员生产率差异、搜索摩擦、补偿差异、一般人力资本的影响。
部分学者运用补偿性工资差异模型讨论了劳动工资对健康的补偿所具有的个体特征的异质性

问题。Kniesner(2019)认为,补偿工资差异受诸如年龄、收入弹性等个体异质性及其他相关政策的

影响,因此,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决策者会根据收入增长对生命价值进行调整。同时,由于市场的异质

性,并非所有群体都能获得相同的风险工资补偿。例如,与美国本土工人相比,新移民获得的单位风

险补偿可能更少。此外,补偿工资模型可能还受心理因素差异的影响,如种族歧视因素、偏见因素

等。如Yearby(2020)就结构性种族主义与健康差异的关系展开了研究,发现结构性种族歧视会削

弱健康和工资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如没有带薪病假的种族和少数民族比白人更有可能在工作场所

感染新冠肺炎,导致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出现种族的异质性。同时,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个体一

般人力资本水平往往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随着个人接近退休年龄或离开职场,一般人力资本的重要

性可能会减弱。

3.数字化发展对健康与劳动工资的影响。数字化发展使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产生了新的表现。
一方面,由于新生产方式对体力劳动的需求较小,数字化转型将改善部分员工的健康。另一方面,这种

变化也可能会为员工带来更多的心理层面的压力(Diebigetal,2020)。Grigorescuetal(2021)认为数字

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和需求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成为一种“人力资本生成器”,将教育和科学结合

起来投资于人类健康的趋势日益明显。例如,数字创新将从根本上改变商品的设计和生产方式,并
促使相关的机构和人员的工作环境发生转变。Bnescuetal(2022)也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劳动

力市场而言很可能意味着挑战与机遇并存。他们以电子商务行业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发

现,虽然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线上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挤占了原有传统商业模式下的部

分工作岗位,但是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角度来看,却有力地促进了劳动就业率的提升。同时,数字经

济的兴起促进了物流行业的极大发展,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不仅如此,其发展还催生对后端

IT技术人才的需求,并为曾经被排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群(如残疾人、家庭主妇和缺乏经验的

年轻人)创造了中期工作岗位。更为重要的是,电子商务行业由于并不要求劳动者从事高强度的体

力工作,因而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引擎,对吸纳因健康问题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群以及推动人

力资本的更新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发展也使得全球价值链重构,不同行业和岗位对健康和技能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部分

传统行业可能面临技术进步或全球竞争的压力,导致工资水平下降,进而可能丧失对于高技能、高健

康状况的员工的吸引力(Autor,2022)。与此同时,新兴行业和高附加值领域可能对高技能、高健康

状况的员工有更高的需求,并提供更高的工资水平。其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无疑为价值链重构注

入了新的动力,同时可能为缓解劳动者在劳动供给过程中的健康困境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Sawicki
(2020)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可以直接应用于改善员工的身体健康,改善劳动者的肢体和关节,进而增

强人类的活动能力。同时,Deranty&Corbin(2022)也认为,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影响可以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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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过搜集和处理数据的计算方法来复制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它可用于协调机器和工业流程、管理

劳动力、处理商业活动信息、预测和评估风险以及分析员工的安全,同时放宽了人员选择的标准,让
工人在时间上与空间上有更大的自主权。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机遇,但是它对员工的健

康与安全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当劳动者与一个在智力方面完全优于人类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一

起工作时,其自尊心可能会受到损害。在人类与机器的竞争关系中,员工很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进而

影响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然而,人工智能毕竟只是人类所创造的工具,雇主应该确保人工智能系

统的安全运行以及为其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条件,从人工智能系统供应商那里加深对系统安全

性的认知以减少在工作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的相关风险(Jarota,2023)。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前对

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相关研究较多,但从健康与劳动供给的角度对该问题展开深入分析的研究却相

对匮乏。

三、健康对宏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

个体劳动者的健康状况恶化会对整个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相关学者已有大量关于此方面

的文献,大部分研究是结合政府实施的医疗福利制度、失业保障制度等展开。
(一)健康与宏观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相关研究

1.从劳动力市场供给数量角度来看,健康冲击的影响主要在于人们对退休时间的选择。当劳动

者处于可以自由选择退休时点的灵活退休政策下,健康状况的恶化通常以年龄的增加为显著标志,
并成为导致劳动者提前退休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Scharnetal,2018;Blundelletal,2023)。具体而

言,一方面,健康水平的下降将促使达到一定年龄的劳动者通过提前退休的方式减少其劳动供给,从
而对宏观劳动力市场产生供给层面的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一般以受教育程度为主要表现形式

的工种上的差异,使得该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来看,健康冲击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劳动供给

产生的影响较小(Britton&French,2020;DeBreijetal,2020;Heathetal,2022)。甚至在特定情况下,即
使受到健康状况的困扰,部分劳动者群体也会因为与工作的情感链接等原因(Schmiedereretal,2020)而
延迟退休时间。

2.从劳动力市场价格决定的角度来看,健康冲击主要会对工作效能产生影响。劳动力市场价

格,即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显然与工作效能高度相关。Lenhart(2019)研究发现,健康冲击对于劳动

者的工资水平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并且这一影响受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显著影响。据其测算,在5
年的样本期内,健康冲击使英国男性群体的人均年劳动收入降低6576英镑,而对女性群体的收入影

响仅为1352英镑。Britton&French(2020)以英国老龄化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健康水平不仅会通

过降低当前工作能力的途径影响劳动者工资水平,而且由于职业技能往往是在实际工作中习得的,
因而过去的健康状况也会通过影响当时的劳动参与进而对现在的劳动者工资水平产生影响。

Kotschy(2021)基于美国各州心血管疾病死亡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进行准实验实证研究发现,长期

来看,健康状况的改善刺激了人均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为揭示健康对劳动价格的影响进一步提供了

宏观层面的研究支撑。

3.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健康对宏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差异主要表现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

程度等方面。在年龄方面,Jonesetal(2020)研究发现,对于年轻群体,由于其面对的退出劳动力市

场的机会成本较高,健康冲击对其劳动供给的影响较小,这也可能是雇主一般更倾向于选择相对年

轻的劳动力的原因之一。在性别方面,基于家庭层面的一些研究均表明,配偶及子女的健康冲击会

导致家庭内部劳动供给的性别差异(Lafférs&Schmidpeter,2021;Anandetal,2022)。在受教育程

度方面,Hollandetal(2011)基于加拿大、丹麦、挪威、瑞典和英国等国的数据研究发现,患有慢性病

和受教育水平低对就业的影响是相互累加且协同的。Aroraetal(2023)以1990—2018年间拉丁美

洲15个国家为研究样本,评估了教育方面的社会支出在改善女性健康及帮助其最终提高工作质量

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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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龄化背景下健康对劳动供给影响的相关研究

Launetal(2019)从政府财政可持续的角度,对退休政策改革方案进行研究发现,按比例减少老年

人退休金和残疾津贴能够有效促进老年人口继续就业,并减轻政府所面对的财政压力。Cristeaetal
(2020)则从政府健康支出、医疗服务、健康寿命年、自感健康等维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欧盟国家劳

动力市场的冲击。研究表明,在欧盟内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所遭受的人口老龄

化的冲击显著不同,因此,欧盟政府需要在老年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健康支出一体化等方面做

出更大的政策努力,以改善欧盟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Dalgaardetal(2022)通过构造脆弱指数的方式对生理老化进行了度量,并研究了健康状况的恶

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脆弱指数每上升1%,社会劳动参与率将降低0.6%。同时,由
于脆弱指数中的健康赤字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以每年3%的速率积累,因而几乎所有与年龄相关的劳

动参与率的下降均是由健康状况的恶化导致的。在不考虑健康因素的情况下,模型中年龄变量的系

数表明,实际年龄(即经验)对劳动力供给的积极影响将在35~39岁时消失。但在控制健康因素的

情况下,实际年龄对劳动力供给的积极影响将持续到55岁,并且仅凭实际年龄难以解释逐渐恶化的

劳动参与率。在30~40岁和60~64岁的群体间,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30%,这几乎完全是由于健

康状况的恶化所导致的。这意味着,只要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得到有效改善,那么人口老龄化问题对

65岁以下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影响很小。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与工作时长的冲击,Montchoetal(2023)以工作寿命

和工作生活的比值为中心展开了研究。他们认为工作寿命是一种劳动力供给预期,并囊括了各个年

龄段的死亡率、劳动参与率以及工作量等因素,并且将工作寿命的变化归结于行为和人口因素这两

个部分,从而能够更好地揭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他们基于加拿大居民的数据研究发现,随着人口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当地居民工作寿命并没有一直在减少。相反,其工作寿命延长了4.96年,同时

工作寿命比也提升了3.55%。因而,政府在考虑延长退休时间以增加劳动供给时需要注意两方面的

问题: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加深虽然伴随着预期寿命的普遍延长,但是不同收入群体预期寿命变化

的情况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虽然劳动者的寿命延长了,但是他们的健康状况可能不足以支持其使用

这部分延长的寿命继续投入工作之中。

Maestasetal(2023)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美国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表明,60岁以上人口占比

每增长10%,人均GDP增长率将降低5.5%,而人均GDP的下降主要是劳动者劳动生产率降低以

及劳动力增速放缓所致。不仅如此,该研究还表明,人口老龄化减缓了整个年龄段的收入增长,从而

表明其会导致所有年龄段工作的平均生产率的降低,这其中也包括年轻人群体。更重要的是,由于

人口老龄化并不影响年轻劳动者的就业率,这种溢出效应并非由劳动力供给量的边际选择所驱动。
但是该研究并没有将国家的宏观政策纳入分析框架之中,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引发更高层次的一般均

衡效应,例如美国联邦税收政策的变化。因此,其结果可能会低估未来几十年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美

国经济的影响。同时,人力资本的进一步改善,如健康状况的提升等,将推动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提

高,也会缓和老龄化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减缓为了解决有关问题所需的宏观政策的调节力度。
(三)基于新冠疫情的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传染病、流行病等极端公共卫生事件产生的健康冲击对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影响也是广泛关注和

争论的焦点。众所周知,历史上各种流行病的大暴发都对世界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9年末以来,不少学者讨论了新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相关政府措施的效果。Bar-
tiketal(2020)通过衡量疫情冲击下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发现,对于小时工来说,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

企业,几乎所有的就业下降都发生在2020年3月14日至28日之间。这主要是由低薪服务业推动

的,尤其是零售、休闲和酒店业。尽管许多企业后来重新开业,疫情期间大批企业的破产也导致了众

多小企业员工的失业。原本就经营不善的企业更有可能倒闭,而不太可能重新开业;处境不利的工

人更有可能被解雇,也不太可能重返岗位。Ayoubkhanietal(2023)基于英国一个大型社区样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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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长期的新冠疫情可能是导致英国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并强调了

新冠疫情产生的间接健康影响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Bradleyetal(2021)基于英国数据建立疾病传

播和摩擦劳动市场的选择理论模型发现,疫情管控措施导致年轻和低薪工人承担了巨大的经济成

本,而死亡率降低的主要受益者是老年人。因此,他们认为可以实施代际转移支付来补偿年轻工人。
不仅如此,为了更好地应对疫情,各国纷纷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管控政策,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Al-
banesi&Kim(2021)通过分析疫情导致的衰退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发现,由于疫情导致儿童保

育和线下教育选择的缺失,家庭中父母的劳动力供给显著减少,尤其是在需要大量接触人员以及工

作场所较为固定的服务业工作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最为明显。然而,从需求方面而言,疫情的暴发

使自动化服务、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转型所需劳动力急剧增长,从而可能对相关服务行业的就业

复苏产生潜在的长期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总体来看,相关学者近期关于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具体而言,
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个体角度而言,一方面,个体健康状况的恶化会增

加劳动者离开劳动力市场的风险,反之,良好的健康状况通常能促使劳动者增加劳动供给。另一方面,
基于人力资本模型和补偿差异模型等劳动工资率模型进行的相关研究均说明,健康与工资存在双向因

果关系,工资增加可以促进个体健康水平的提升,健康水平的提升也会对工资率产生正向影响。从宏

观方面而言,健康冲击对劳动力市场均衡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相关学者近期关于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为人们考察和分析劳动供给、就业的变动提供了

新的视角和启示。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尽管相关学者关于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但是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有待改进。具体来看,不论是从微观

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健康、知识资本和劳动供给之间的复杂关系尚未被完全解释清

楚。例如,健康冲击会对劳动供给(比如劳动时间、劳动收入)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 如何更好地衡

量健康冲击对宏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解释健康状况和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必

要基于我国的相关数据,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实证分析健康冲击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又比如,这
种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国际分工格局变化等背景下是如何演变的? 这都是有待从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视角做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梳理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除了对黎民百姓最关心的健康问题与关乎国计民生

的就业问题之间的关系给予了经济学视角的深度分析,也为相关领域提供了一些政策启示:

1.不断增进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健康水平高的人能够拥有更好的工作状态,产生更高的生产效

率;健康状况的恶化则会导致劳动供给显著下降,也影响工作时长和工资收入。因此,减少健康冲击

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必须从源头上确保劳动者的健康,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契机,不断增进劳动者

的身心健康。
第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增进劳动者身心健康的重大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健康状况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但人们的健康问题也

不容忽视。健康问题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方面。正视人们的健康问题并积极应对是保障人民

生命健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立足建设健康中国,增进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有效应对

健康冲击,不仅是医学或者保健等某一个领域的问题,更是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站在国家发展战

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增进劳动者身心健康的重大意义,努力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

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第二,要全面落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各项举措。《“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了实现健康

—141—

唐婧: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进展



  2023年第8期

中国的总体战略,提出了以人民健康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强调健康中国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全民

健康”,健康中国建设的基本路径是“共建共享”,提出了健康中国建设的五大任务。2019年6月24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依托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了健康中国

行动推进委员会,并制定印发了《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和《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

方案》。各地应当根据上述要求,同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措施和落实办法,全面落实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的各项举措。
第三,要重点推进健康乡村建设。从劳动就业人口来看,乡村一直是我国就业人口的蓄水池。

一方面,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工作与生

活。另一方面,健康素质是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村人口能否顺利就业的关键因素。如果农村

居民健康素养不高,不仅影响乡村建设,还会减少进入城市工作的农村人口,对城市劳动供给产生不

利影响。尽管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已经得到快速提升,但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因此,在健

康中国建设进程中要重点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将健康乡村建设融入乡村振兴之中,为提高农村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提供可靠保障。

2.大力加强全民知识资本积累。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资本在缓解劳动供给受健

康冲击的负面影响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以互联网、5G技术、人工智能等为基础的虚拟协作式逻

辑化管理极大程度地重塑了知识资本与健康、劳动参与之间的逻辑解构。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智
能制造、人机结合等技术以其持久、准确、高效等特征,可以较好地替代人类从事全天候、艰苦和危险

的环境下的工作,无疑降低了对劳动供给者的健康特征、年龄甚至性别等自然属性的要求。例如,决
定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健康人力资本因素不再只考虑年龄、体力、伤病、残疾等,而更多的是劳动者自

身的知识、已有技能及学习能力。劳动者需要不断通过干中学的方式使自己适应变化迅速的知识迭

代和技术变革,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包括健康受损背景下更好地适应转换职业的需求等。
不仅如此,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不断发展也在逐渐改变着人类知识资本积累的方式。人类知识资

本积累的传统方式是通过读书、听讲座、工作和实践等途径来获取并转化为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和

经验。但是,随着人工智能等在各个领域的不断应用,我们也开始看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变化:如巨

量数据使得人类能够更快地获取和组织大量的信息,这对于知识资本的积累和应用提供了巨大的支

持;自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有助于人类更快地获取和组织信息;人工智能还可以自动化处理一些重

复性、烦琐的工作,从而使释放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知识的积累和创新。这些都在改变人类知识

资本的积累方式,使之打破原有的年龄、性别、健康界限,从而创造了更多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可能性。
因此,在实践中,如何持续强化知识资本积累,例如加强对农村妇女、老年人以就业技能为核心

的再教育等社会政策,降低健康对劳动供给市场的冲击亦十分值得关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

展,教育的可触及性不断提升,相关的线上工作形式也不断拓展,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培育

线上工作机会等手段可能会在促进知识资本积累、缓解健康冲击影响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构建网

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形成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全民

终身学习推进机制,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对于增进全民知识资本积累、
降低健康对劳动供给的冲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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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ProgressontheImpactofHealthonLaborSupply

TANGJing
(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China)

  Abstract:Thisarticlemainlyreviewsrecentresearchontheimpactofhealthonlaborsupplyfromthreeaspects:

variousindicatorsofhealthandtheirrelativ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theimpactofhealthonindividuallabor
supply,andtheimpactofhealthonthemacrolabormarket.Fromtheperspectiveofdifferentindicatorsformeasuring
healthandtheirprosandcons,bothsubjectiveandobjectiveindicatorsinevitablyhavecertainlimitations.Therefore,

scholarshaveattemptedtousesubjectiveandobjectiveindicatorstogethertomeasurehealthstatus.Fromtheperspec-
tiveoftheimpactofhealthonindividuallaborsupply,healthshockscansignificantlyaffectlaborparticipationand
wage.Fromtheperspectiveoftheimpactofhealthonthemacrolabormarket,healthshocksaffectwithdiversede-

greestheequilibriumofthelabormarketandeventheentiresocio-economicsystem.Recentresearchontheimpactof
healthonlaborsupplyhasprovidedanewperspectiveforexaminingandanalyzingchangesinlaborsupplyandemploy-
ment.Weshouldstrengthentheresearchonhealthhumancapital,continuouslyimprovethephysicalandmental
healthofworkers,andvigorouslystrengthentheaccumulationofknowledgecapitalforthewholepeople,inorderto
reducethenegativeimpactofhealthonlabor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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